
跨国空间下留学生工人的劳动同意 

 

摘  要 

     每天都有数以万计的留学生降落在异国他乡的国际机场，用好奇的眼光打量着全新的世界，勇敢地将

自己置于全球化的洪流恶水之中。随着国际和国内政策环境日趋开放，自八十年代以来，我国留学生数量

迅猛增加；《2016 年中国留学生发展报告》显示，我国留学生群体已经超过 126 万人，在占留学市场份额

最高的六个国家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中，我国留学生的数量均排名首位，我国是

毫无疑问是世界上最大的留学生输出国。在大多主要的留学目的国中，留学生被赋予了有限制的工作权利，

由此留学生与留学目的国之间不仅仅是教育服务消费者和提供者的关系，留学目的国一方面从工作时间和

工作类型上对留学生的工作权利加以限制，如澳大利亚学生签证持有者可以在学期内每两周工作 40小时；

另一方面将“在地雇主-留学生工人”劳动关系置于与本地劳动力市场规范相同的法律体系下加以保护，

在特定的地方制度和社会背景下形成了具有独特意义的跨国劳动力市场。 

从 2015年开始，我开始频繁地接触在澳大利亚悉尼市的留学生工人，在田野调查的过程中，我注意到

留学生工人的职业主要集中在全球化逻辑下具有“中国性”的、在劳动力市场分割逻辑下的次级劳动力市

场，如中餐馆、代购店和家政公司等；留学生工人糟糕的劳动权益状况和恶劣的劳动条件与他们顺从工作

安排、努力工作的意识形态和行动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一方面，他们处于不稳定且艰苦的非正式工作状态

中，接受着远低于最低时薪标准的工资、超过签证规定时间加班工作、时常受到雇主的剥削；另一方面，

留学生工人服从雇主的工作安排、努力工作，当他们完全有理由对雇主非正规甚至是非法的行为向有关部

门申诉的情况下，他们选择了沉默，甚至主动降低工资标准、帮助雇主在可被监察的领域形成“看上去合

理”。我不禁对此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如果说布洛维在“制造同意”中所阐释的工人在劳动场所内的同意

是基于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国家对劳资关系的介入以及由此带来的工业公民地位，那么作为不具有同等工

业公民资格的留学生工人的劳动同意是如何产生的呢？跨国空间下具有相似文化认同的在地雇主和留学生

工人在资本密集程度、行业特点、劳动管理体制等方面都与既有的跨国移民工人研究所关注的文化多样性

和社会流动存在明显区别（周敏，1995；藍佩嘉，2011；项飚，2012），这些差异是如何形塑工作场所内

的劳动过程的？ 

本文以澳大利亚悉尼市中餐馆和华人代购店的留学生工人为例，探讨留学生工人在跨国空间下非正式

就业中的劳动同意问题。第一，语言障碍是年轻的留学生工人主动选择“中国性”工作的主要原因，这种

“中国性”主要是指工作语言为中文，可能的附生属性为雇主为华人华侨（如中餐厅）或者工作本身与国

内有密切的联系（如代购店）；由于留学生工人所拥有的社交圈子非常有限，基本上与更大的华人移民社

区隔绝，较短的签证时间、工作权利限制和相对孤立的状态使得留学生工人没有较强的向上流动的意愿。

第二，在生产场所内，留学生工人在不受保护的劳动状态下、面临雇主的非正规或非法对待仍然接收工作

安排、努力工作的原因可以被归结为“排班游戏”（the game of shift arrangement）。一方面，“排班

游戏”缘起于留学生工人劳动力市场供需高度不平衡，通过“排班游戏”有效消解了留学生工人劳动过程

中在薪水、连续工作时间和超时工作等方面可能产生的劳资冲突，甚至在留学生工人间生产了支持、认同

和忠诚；另一方面，“排班游戏”成为劳动控制的重要手段，通过支配留学生工人的工作时间选择和工作

时长，不仅减少了留学生工人的流动和留学生工人退出可能带来的损失，而且通过向留学生工人安排超出

工作时间限制的方式，避免了留学生工人向劳动监察部门控诉雇主的非正规甚至是非法的行为。对留学生

工人劳动同意的研究可以为跨国移民工人研究提供实证经验，通过刻画了跨国空间内部劳动力市场，拓展

了以往关于作为游戏的劳动过程的研究。 

 


